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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道路是区域间经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

区域经济文化因道路的开通而繁荣。早在两千多年

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间就有众多条道

路将各地相互通连。笔者在文中将着重以先秦两汉

时期西南道路概况及道路沿线各地间的经贸文化交

流为据，分析研究中国西南道路在为该地区经济文

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

一、中国西南道路概述

先秦两汉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间存在着多条

道路，这些道路将这一区域中的各地相互通联，正因

如此，各地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越发频繁，沟

通各地的道路正是我们所知开通于先秦两汉时期的

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即为沟通四川、云南、贵州等地

的道路，同时此道路也是与境外缅甸、印度等多地间

进行贸易交流的重要通道，四川成都正是南方丝绸

之路的起点，云南、贵州多地则是这段道路中的重

要节点。南方丝绸之路的走向即从四川成都出发向

南而延伸，并分为东、西两段最终在云南大理地区合

道为一路再通向外域地区，这一段我们将其界定为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文中将对南方丝绸之路东、西

两段道路的情况加以概述。

（一）南方丝绸之路东段

南方丝绸之路东段是川、滇、黔之间最早的道

路，这一段道路分别由岷江道、五尺道、牂牁道等多

条道路构成。其中四川境内由岷江道、五尺道两段，

云南境内则主要是五尺道，贵州境内则有五尺道和

牂牁道。

岷江道以南方丝绸之路的成都为起点，沿岷江

向南入乐山过犍为到宜宾。据考证，此段道路早在

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道路开凿是由李冰烧崖修筑

而成，整条古道均依崖而建，一路都较为的险峻。岷

江道中的宜宾一段因汉代宜宾属僰道县所辖，所以

这一段也被称为僰道。

东段道路中沟通川滇黔间的道路为五尺道，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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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道路则与岷江道相连，有关五尺道的相关文献记

载可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考证，书载：“秦时常

頞，略通五尺道。”〔1〕这段道路的得名是因此栈道宽

五尺因此故名五尺道。有关五尺道的走向，诸学者

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近人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

注》中考订指出，五尺道起自今川内宜宾，经高县、

珙县、筠连等地，入云南昭通境内的盐津、大关、彝

良、昭阳区等地，再折入贵州威宁南下入宣威，经宣

威达曲靖接昆明，全长两千多里〔2〕。段渝教授指出五

尺道走向为从古代成都南下安南（今四川乐山），经

僰道（今四川宜宾）、夜郎西境（今贵州威宁、云南昭

通），直通南中之建宁（今云南曲靖）〔3〕。有关五尺

道的走向大部分学者认识都较为一致，并无太多的

异议。

五尺道的开通年代无论从沿线出土的各种器

物还是从文献记载考订，这一条自古蜀国腹地通往

西南夷地区的重要古代道路形成的时间应该至迟不

会晚于商代晚期〔4〕。五尺道自形成以来，就已经成为

川滇黔三地间进行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特别

是在先秦两汉时期，五尺道更是西南夷地区间使用

最为频繁的道路，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南方丝绸之路东段道路中的另一段道路为牂牁

道，该道路是川、滇、黔三地沟通楚、南越等地的交

通道路。牂牁道西与五尺道相连，据考证，牂牁道与

五尺道在贵州威宁相接，并与夜郎（今贵州安顺）、

巴（今重庆）至楚地。在战国晚期蜀守张若、楚将庄

蹻经略西南夷地区，这正是循着蜀、楚商人入滇的

通道而来，这通道正是我们所指的牂牁道和五尺道

两段道路，其中楚至夜郎这一段道路为牂牁道。在稍

晚期的汉代，汉武帝为征服南越，公元前135年（汉

武帝建元六年），汉朝派唐蒙出使南越，欲令其归附

汉统。唐蒙在南越之地品尝产自蜀郡的枸酱，了解枸

酱贩运到此的路线，认为它是“制越一奇也”，于是

向汉武帝提出通夜郎道，以夷制夷的计策。唐蒙受

汉武帝之命，亲自率众自巴蜀符关（今四川泸州合江

南）入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感召夜郎及旁小邑

归附。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第二次进入夜

郎，下牂牁江（今贵州北盘江），夜郎道才全线贯通。

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唐代牂牁道走向为云南昆明至

曲靖至牂牁部族（今贵州威宁地区），又东渡入黔江

（乌江）流域下行至贵州东北境，分为两道。其一仍

循黔江下行，东北至重庆彭水达涪陵。此为牂牁各

部族纳贡通使的主道。另一道为东行入沅江流域，下

行至贵州中部经水路出贵州入南越之地〔5〕。该段道

路由陆路和水路两段构成，其陆路经夜郎与川、滇相

接，水路则顺牂牁江可沟通南越之地。

笔者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东段早在先秦两汉

时期已经存在，其各段道路沟通了巴蜀、滇、夜郎等

多地，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良

好的先决条件。南方丝绸之路东段不仅仅沟通中国

西南各地，同时也可向东经陆路和水路与南越、楚地

等沟通。

（二）南方丝绸之路西段

南方丝绸之路西段俗称为牦牛道，此道路途中

之灵关天险，历朝历代均设守于此，因此又称其为

灵关道（或零关道）。该道路走向应由古蜀王都成都

出发，经双流、新津一路南下到汉代铁都临邛（今邛

崃），再南到雅安、荥经（汉代严道县），翻越邛崃大

山（今泥巴山）至雅安汉源（汉代牦牛道），过清溪

峡至甘洛、越西，途经汉代灵关入安宁河流域各地

至西昌（汉代越嶲郡）。从西昌出发到达会理县境内

后，再沿河向西南下至拉鮓渡口，利用金沙江水路经

攀枝花到云南省大姚县，西入大理地区的普淜驿与

南方丝绸之路东段在此合路。

南方丝绸之路东、西两段在云南大理合道后，

沿今滇缅公路，过云南驿至下关，从下关南下越巍

山、永平，越博南山，渡澜沧江到达保山。再由保山

翻高黎贡山到达乘象之国（今腾冲），再越高黎贡山

进入缅甸境内，或在腾冲循大盈江南下，经过千崖

到达缅甸境内的八莫。其中南方丝绸之路下关以西

至保山一段，因汉代保山为汉代永昌郡，曾与身毒直

接相连，是汉经营西南的最前沿，因此这一段也被称

为永昌道。而下关西行途径博南山一段又被称为博

南道〔6〕。

从南方丝绸之路国东、西两段的记述可见，无

论是东段的五尺道、牂牁道还是西段的牦牛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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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条支线道路，它们共同构成了西南地区沟通

境内外各地的纽带。笔者认为，随着这些道路的开

通，它们为中国早期西南地区各地间经贸文化等多

方面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它们为沟通境

内南越之地，境外的南亚、东南亚等地间的经贸文

化交流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中国西南道路与区域经贸交流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间因道路的初步

开通，各地间的经贸交流活动也越发频繁，我们可

以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可知。据《史记·西南夷列传》

所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

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

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

富。”〔7〕从该段文字可知秦时既然在当时的西南夷

（靡莫、夜郎、滇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吏使，那么

商贸往来就必然存在于这一地区。汉初，虽然“皆弃

此国而开蜀故徼”，但巴蜀地区的商贾依然和这些

地区间保持着民间的贸易往来。《史记·货殖列传》

中载曰：“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

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

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

口，以所多易所鲜。”〔8〕《汉书·地理志》曰：“巴、

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

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

莋马旄牛。”〔9〕从《史记》的记载可知当时巴蜀之地

出铜、铁，《汉书·地理志》中记载邛都出铜，临邛出

铁。西汉景帝时期临邛卓王孙“即铁山鼓铸，运筹

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临邛程郑“亦冶铸，

贾椎髻之民”。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可知，夜

郎、靡莫、滇、邛都等族都属“椎髻之民”。这充分表

明在先秦两汉时期巴蜀同滇池地区一直保持着经贸

往来，巴蜀商贾的足迹早已遍布云南滇池地区。这

些来自巴蜀的商贾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西段道路

与滇西各地间进行经贸往来。

先秦两汉时期，川滇黔三地间的贸易往来随着

各地间社会经济发展及物资的不断丰富而显得更加

频繁。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所载：“南粤

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

数里，出番禹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

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10〕此段文献所载蜀贾人

窃出市夜郎我们可知，先秦两汉时期四川特产枸酱，

它已由当时的蜀商经牂牁江南下销往夜郎和南越等

地。该风物远播南越之地的道路，历史上我们习惯

称其为“牂牁道”。据古文献记载，地处中国西南腹

地的夜郎国当时并不为中原人所知，那更无法知道

这条道路的存在。而蜀地通往夜郎的最为便捷的

道路应该是当时的五尺道，即蜀中心腹地成都经乐

山、宜宾、云南昭通入贵州威宁通夜郎腹地再转运

南越之地。除枸酱在此道路沿线进行贸易外，其产

于巴蜀、滇、夜郎等地的各种风物也可以经由此道路

进行贸易，这一段道路正是南方丝绸之路东段。

食盐一直以来也都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因

此，食盐也就成为了人类聚落形成与不断发展的必

备条件之一。在人类早期的商品贸易中，除了各种农

牧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外，食盐也对商品交换的发展

具有神奇的驱动力。食盐因其易于溶解、不易保存

的特点，因此不容易从考古遗迹中发现，但我们不能

片面的忽略其在贸易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国西

南自古就盛产食盐，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许多地方

均有盐井的发现，而从历史文献记载上看，中国西南

道路沿线上食盐贸易的记载也不计其数，文中摘取

典型几例加以载述，《华阳国志·蜀志》载曰：“然秦

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若卓

王孙家僮千数，程郑亦八百人，而郄公从禽，巷无行

人；箫鼓歌吹，击钟肆悬。富侔公室，豪过田文，汉家

食货，以为称首。”〔11〕这段文字说明，秦并六国后，

陆续有巨商从六国迁蜀滇之地，他们利用当地的资

源，从事冶铁煮盐等活动，获取经济利益。又如《汉

书·货殖列传》中载：“程郑，山东迁徙也，亦冶铸，

贾椎髻民，富埒卓氏。⋯⋯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

倍，遂殖其货。”〔12〕文字中记述可见在汉代居于临邛

（今四川成都邛崃）的程、郑二氏作为川滇之地的富

商大贾也从事着食盐的生产贸易活动。而据《华阳国

志·蜀志》记载在汉代，川南的汉安县（今四川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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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沃土”，江

阳县“有富世（今四川富顺）盐井”〔13〕。从上面几段

文字的记载可知在先秦两汉时期，川滇等地已经有

多地产盐，其多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沿线各地。

秦汉时期，随着西南道路网的不断拓展，西南

地区的盐业也快速发展，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秦

并巴蜀后，特在成都设盐铁市官。西汉武帝元封二

年（前109年）全国设盐官凡37处，而在南方丝绸之

路沿线所设的盐官就有5处之多，它们分别是临邛

（今成都邛崃）、南安（今四川乐山）、南广（今宜宾

长宁）、连然（今安宁）、蜻蛉（今云南大姚）等川滇

产盐地区。盐官的设置说明在这些地区已经存在

着一定规模的盐业贸易，而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上

设置如此多的盐官，更说明在这条道路上盐业贸

易的兴盛。

食盐贸易作为中国西南道路上较早的贸易活动

之一，它与道路的开辟有着紧密关系。食盐贸易的范

围不仅仅局限于川滇之地，其完全可能通过五尺道

销往夜郎之地，甚至通过牂牁道远销南越地区。同

时产于川滇之地的食盐完全可以通过南方丝绸之路

销往境外缅甸、印度等地，实现中国西南与境外间的

贸易往来。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大部为西南夷

各部族居住地，这里存在着众多部族，其社会仍然

处于农耕奴隶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因此区域

间的贸易往来往往是以物物交换形式而存在。这

种情况可从文献可知，《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

“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

巴蜀殷富。”〔14〕此句所指巴蜀商贾通过走私出关，

以个体成员的身份，或单个或群体用丹沙、石、铜、

铁、竹、木等蜀地出产的商品与西南夷①的“邑君”、

酋长进行物物交换，蜀贾从这些部族换回筰马、僰

僮、髦牛等。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古蜀国与西南

夷各部族间存在着广泛的贸易往来，而中国西南各

地间的贸易往来得以实现，其正得益于各地间存在

着较为通畅的道路。

三、西南地区道路与区域文化交流

先秦两汉时期，中国西南多地已经出现了众多

早期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有以三星堆文化

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以滇文化为代表的云南地区早

期文化，以夜郎文化为代表的贵州地区早期文化等

多个文化。在这些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外

来的文化因素也出现于本土文化中，西南地区早期道

路的开通正有助于这些文化的相互传播，并促进区

域文化发展。下文笔者将对其中一些出土的典型器

物进行分析例证，来说明西南地区道路对区域文化

交流所起到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中国西南地区各地考古遗址的不断

发现，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多地遗址中发现了众多

非本地文化因素的器物。下文中以部分典型实例加以

说明分析。

安宁河谷地区从古至今都是四川与云南之间的

重要通道，也是南方丝绸之路西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安宁河谷中发现有不少蜀式器物和巴蜀土坑墓，

如越西县大屯乡华阳村发现的土坑墓葬群和巴蜀印

章、铜蒜头壶、釜和兵器〔15〕。西昌马道点将台也发现

了巴蜀土坑墓，这些土坑墓属于战国至秦代，应为蜀

人的墓葬。从这里可以看出，蜀文化已经出现于该地

区，同时也和当地文化间产生互动交流。这也是蜀文

化经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主道传播的路径，并进而将

蜀文化经由此道路传播于滇文化区。

云南晋宁石寨山西汉墓出土铁器一百多件，江

川李家山西汉墓出土铁器40多件〔16〕。而先秦至西

汉前期滇池地区任处于奴隶制水平，虽该区域已经

进入青铜文化的鼎盛时期，但还未进入铁器时代。

这些遗址出现的铁器很可能是通过贸易而来，据

有的考古学家考证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四

川〔17〕。来自四川地区的铁器工具正是通过巴蜀商人

贸易获取，这些铁器也是西南中叶巴蜀铁器的典型

①  此处所指的西南夷，其范围包括云南滇池洱海地区的滇、靡莫、昆明、巂等族，同时也包括云南东北五尺道沿线各部族，贵州
夜郎、牂牁等部族，四川南部僰人等众多民族。这一区域为西南夷各部族生活之地，其也是先秦两汉时期西南道路沿线各部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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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具有巴蜀铁器文化特点。

云南大理境内也出土有部分巴蜀式器物，如云

南弥渡苴力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大石墓中出土有环

首直背削刀〔18〕。这种铜削刀为战国中晚期巴蜀墓葬

中常见的陪葬器物，其很可能是直接从巴蜀地区输

入的，而这种巴蜀兵器出现于云南大理大石墓中，说

明这类兵器已经在此广泛运用，蜀文化也很可能对

该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则为当地的青铜文

化，从云南先秦两汉时期的青铜文化遗存遗物看，滇

北一带的青铜文化与巴蜀文化显得更为紧密。如晋

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青铜戈上刻有一披发裸体联手

人的形象，这同成都白马寺出土铜戈上人物形象完

全相同〔19〕。从铜戈的式样看，石寨山的铜戈具有典

型蜀式青铜戈的特征。从这些考古资料可以看出，

蜀文化已经通过四川与云南间的道路传播至云南多

地，并对滇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蜀文化对滇文化

影响的传播路线很可能是从成都经牦牛道入四川汉

源再经大渡河流域传至越西，再沿安宁河至西昌，经

金沙江的支流沿线道路传播到云南滇池地区、大理

等地，这正是南方丝绸之路西段主线的具体走向。

先秦两汉时期，除中国西南的滇文化与巴蜀文

化出现广泛的文化交流外，同样地处中国西南的夜

郎文化区也与巴蜀文化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我们可

以从贵州地区出土的大量兵器中可觅见巴蜀文化的

踪迹。如贵州赫章可乐战国墓葬及威宁中水汉墓内

出土的青铜剑〔20〕，其形制与古蜀柳叶形青铜剑极为

相似，据段渝教授分析这种出土于贵州赫章和威宁

的青铜剑则完全是对古蜀柳叶形青铜剑的改装。〔21〕

除青铜剑外，在夜郎境内还发现几种铜器，从这些

铜器中可窥见夜郎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影

响的情况。如在贵州赫章可乐墓葬群中，发现了不少

立耳铜釜〔22〕，这种铜釜的特点为：口沿之上立有一对

对称的辫索纹半耳环。这与重庆巴县东笋坝、四川昭

化宝轮院、犍为万年大队和五一大队等地出土的釜、

甑等铜器上的辫索纹完全一致。另贵州威宁中水遗

址出土的一种直援、无胡、两穿青铜戈〔23〕，这种青铜

戈的援身中线起脊，后有一圆孔，圆孔四周和内后饰

有饕餮纹各一组，这种戈与四川彭县出土的晚期蜀

式戈形制较为接近〔24〕。另在贵州兴义市土产公司仓

库出土一个较小的对称刃口钺，其形制除銎部外，均

与重庆巴县冬笋坝77号墓所出钺大同小异〔25〕。

前文中所述，《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

汉代蜀郡巨商卓王孙、程郑即“铁山鼓铸”，“贾椎

髻之民”，文中所提及的“椎髻之民”就是夜郎、靡

莫、邛都等民族。这些来自于夜郎、邛都等地的僮

奴成为了蜀郡巨商家中的劳力，并从事铁器工具、

手工业制品等的生产。产于蜀郡的铁器同时也销往

夜郎之地，这可以从贵州地区近年来考古发掘器物

中发现。如贵州赫章乐可水营生产队所发掘的数十

座汉墓中，一些小型墓葬中除发现有铁质兵器外，

还出土了大量铁器生产工具〔26〕。这些铁器生产工

具与当时蜀郡的铁器生产工具在形制上并无区别，

其很可能随蜀商贾贸易至此供夜郎居民所使用。除

青铜兵器、铁制生产工具外，来自巴国地区具有典

型巴文化的生活配饰用品也出现于夜郎之地，最为

典型的配饰器物是出土于贵州威宁中水墓群中的

一件卧虎形铜扣饰〔27〕。巴人与虎的传说关系密切，

这种虎形扣饰是否与巴人有关，是否受巴文化影

响，这是值得注意的。

从以上考古发掘材料可看出，先秦两汉时期，

由于夜郎与巴蜀毗邻，这一时期贵州与川渝之间经

济文化交往不甚密切，其经贸文化交流的路径极有

可能通过沟通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的五尺道和贵

州境内的牂牁道得以实现。

结　语

道路是地区经贸发展和文化繁荣的重要前提，

经贸文化因道路而繁荣。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国

西南各地间就已经有多条道路将西南各地连接在一

起，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主干道路则是南方丝绸之

路，其西段牦牛道将四川与云南紧密联系在一起，其

东段的五尺道和牂牁道更是将川渝、云南、贵州等西

南各地紧密相连。随着中国西南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它们也成为中国西南各地间经贸交流的纽带，同时

也成为促进中国西南各文化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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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道路——南方丝绸之路不仅在先

秦两汉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今“一路一

带”战略目标的推动下，其地位和作用仍具有十分

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国西南道

路——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过程中，重构“南

方丝绸之路”国际交通线，必将对促进西南区域社

会经济发展，繁荣区域文化，增进民族团结，起到

积极的作用。


